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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研究往往低估气候冲击所造成的福祉损失, 其不仅低估了非货币的福祉

损失, 也低估了代际结构老龄化的叠加损失。 本文旨在揭示气候冲击下福祉损失何以被低

估, 尤其当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 及早部署气候适应措施, 将给社会整体带来

额外的福祉收益。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人群数据, 通过年龄代际分析气候

变化对不同群体福祉损失的影响差异和潜在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1) 气候冲击给老龄

化社会整体福祉带来明显损失, 且老年前期、 初老期和高龄期的群体福祉损失逐步增多,
即相同气候冲击下的老龄化社会将承受更大程度的福祉损失。 (2) 机制研究表明, 提高

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是抵御气候冲击与福祉损失的重要传导路径。 (3) 进一步分析显

示, 提高家庭收入与代际支持、 增强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是支撑应对气候冲击的有效举

措。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 中国应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 及早减排并提高适应气

候变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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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气候变化冲击给经济社会带来的福祉损失已不容忽视。 联合国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
气候变化导致高温热浪、 极端降水和台风洪涝等事件频发, 已对人类福祉造成了显著损失。
2024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COP29 气候与健康问题特别报告》, 呼吁当前各国政府要将福祉健

康问题置于应对气候行动成效的首位, 积极开展适应和减缓的政策行动。 然而, 在以往的气候

变化经济研究中, 常常低估了气候冲击带来的福祉损失, 忽视了非货币的影响因素和社会代际

的人口变迁, 进而弱化了及早减排和开展气候适应活动的益处。 自 20 世纪中叶起, 我国平均升

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水平, 气候冲击所带来的损失风险更为严峻, 尽早强化经济社会系统适应

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 并积极关注重点地区气候和代际群体特征, 会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

更多的福祉收益。
在理论上, 基于传统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 (IAMs) 的文献大多局限于分析 “气候暴露” 部

门, 由此低估了气候冲击带来的福祉损失 ( Tol, 2009; Zhang & Shi, 2014; Ster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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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haus, 2019)。 传统气候变化经济的 “成本—收益” 分析过于聚焦在工业农业部门产量和资产

收入等货币衡量的收益损失, 文化风俗损毁、 生物多样性丧失、 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下降等非市场

损失 (Non-market Damages) 的福祉考量却被低估, 而且传统模型多采用相对简单的函数形式, 引

致其未能捕捉不同群体、 不同代际和不同地域的异质性影响, 随着时间累积效应扩大, 古典模型

的漏估风险将不断升高 ( Ackerman et al. , 2009; Dell et al. , 2014; Howard & Sterner, 2017;
Pindyck, 2019)。 同时, 传统方法在衡量气候变化对微观个体的冲击时, 未能充分体现福祉健康

的非货币损失, 相关影响的刻画和估计也尤为困难, 福祉不只是工资收入或物质财富的函数, 更

包括了生活满意度和家庭社会支持等可以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综合指标。 具体而言, 气候

冲击既影响了医疗费用、 家庭照料和社会保障等显性成本, 也影响了幸福感、 安全感、 精神状况、
生活质量和社会团结等隐性成本, 而传统模型仅通过设定主观附加损失项, 简单地将各类非市场

损失货币化, 这种做法不仅高估了模型测度结果, 也忽视了极端气候事件的尾部风险 (Maddison
& Rehdanz, 2011; Connolly, 2013; Bedran-Martins et al. , 2018; Cheng et al. , 2023)。 据此可见,
倘若将福祉健康作为社会总体的影响结果, 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曲线将进一步上移; 而相反地,
在政策上及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提早开展气候适应活动并部署适应措施, 无疑将给全社会带来

更多的额外收益。
应对气候变化风险, 不仅涉及经济结构调整等生产问题, 也涉及代际结构变迁和公正转型

等社会议题。 老龄化社会 ( Aging Society) 加剧了气候治理的复杂性, 作为气候冲击中最敏感

的脆弱性群体, 其福祉损失也非传统模型预期的简单上升, 更多的是呈现加速式和非线性的攀

升 (Burke et al. , 2015) 。 在个人层面, 不同于中青年, 超预期的气候变化加剧了老年人慢性

疾病的发生和身体机能的衰退, 甚至提高了死亡率, 同时, 劳动能力与收入水平下降, 以及缺

乏经济保障进一步恶化了老年群体的不利处境, 也令其更易受到二次伤害 ( Yang et al. ,
2021; Khraishah et al. , 2022; Purohit & Rout, 2023; Liu et al. , 2024) 。 在家庭层面, 一旦发

生极端天气或空气污染, 年轻人可以通过迁移来分散风险, 而老年人社会网络缩小且依赖当地

医疗体系, 适应能力大幅受限又难以流动, 承受了更高的恢复成本和心理负担 (Hauer et al. ,
2024; Li et al. , 2024; Yao et al. , 2025) 。 在社会层面, 老年群体需要更多的社区康养支持

和医疗卫生资源, 以及韧性的防护体系和人居环境, 而代际上的健康赤字将给整体的福利系统

带来多重压力 (Kim et al. , 2024; Tipaldo et al. , 2024) , 这也意味着相同的气候冲击强度下,
老龄化社会承受的福祉损失程度会更大。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且老年人比重稳步上升, 脆弱性群体人数不断增多, 气候冲击

对总体福利的负面影响持续加重。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口比例为 18. 70% , 45 岁至 59 岁的中年人口占比为 23. 93% , 中年阶段作为老年前期

(Presenium), 大量中年人即将迈入老年初期, 高龄群体逐步增多, 而进入老龄社会 (Aged Society)
更需要警惕气候冲击的危害, 深入开展科学评估和适应行动。 同时, 迅速的代际人口变化也带来了

经济结构与行为模式转变, 如何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额外收益, 并识别抵御气候冲击与福祉损失的

潜在路径, 将有针对性地增强各代际群体应对气候冲击的适应能力, 进而全面提升老龄化社会的整

体福利水平。
为此, 本文聚焦于研究气候冲击下老龄化社会的非市场损失何以被低估, 使用生活满意度和

幸福感刻度社会福祉的综合指标,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百年间的大规模人

群数据, 进而匹配气象数据与城市经济社会统计资料, 运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年龄代际比

较分析气候变化对老年前期、 初老期和高龄期的福祉影响差异, 以揭示相同气候冲击下的老龄化

社会将承受更大程度的福祉损失。 随后, 探索了抵御气候冲击与福祉损失的潜在路径, 使用中介

效应分析, 提出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是提升老龄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路径; 异质性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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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提高家庭收入与代际支持、 增强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是支撑应对气候冲击的有效举措。 因而

在政策启示上, 气候变化冲击的福祉损失评估需要考虑更多非货币的影响因素和社会代际的人口

变迁, 增强老年群体应对气候冲击的适应能力, 并进一步提升老龄化社会的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和社会保障。
相较于过往文献,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 第一, 实证回应了气候冲击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福利损失

何以被低估, 通过老年前期、 初老期和高龄期的年龄代际分析, 拓展了气候变化领域的微观经济研

究, 丰富了气候变化经济、 福祉健康与老龄化社会的文献脉络。 第二, 基于调查样本信息, 结合气

象数据和经济社会统计资料, 率先探索了抵御气候冲击与福祉损失的潜在机制, 发现健康水平和认

知能力是其重要的传导路径。 第三, 探讨了代际人口变化的转型社会中, 何以获得应对气候变化的

额外收益, 提出家庭支持、 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是支撑应对气候冲击的有效举措, 并为及早开展气

候适应行为与部署适应措施提供学理支持。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气候变化冲击与老龄化社会

随着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现,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冲击逐步显现, 无论是气候暴露

部门, 或是非暴露部门, 均难以避免其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风险和福利损失 ( Tol, 2009;
Zhang & Shi, 2014; Stern, 2016; Nordhaus, 2019)。 但传统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仅聚焦于气候

变化对工农业产量和资产收入等货币损失, 忽视了幸福感、 生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等非货币损失,
而随时间推移, 古典模型对此类非货币损失的漏估风险将加大, 导致社会福祉损失被严重低估

(Mendelsohn, 2000; Ackerman et al. , 2009; Dell et al. , 2014; Howard & Sterner, 2017; Pindyck,
2019)。 一些研究发现, 长期暴露于极端高温等气候冲击会造成劳动生产和工资收入等经济损失

(Somanathan et al. , 2021), 并导致了发病率与死亡率的增长 (Ebi et al. , 2021; Costello et al. ,
2023; Liu et al. , 2024; Yao et al. , 2025), 同时也诱发疲劳感与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 直接恶化

生活质量, 加重心理疾病的程度 ( Connolly, 2013; Bedran-Martins et al. , 2018; Cheng et al. ,
2023; Hua et al. , 2023; Tipaldo et al. , 2024), 并由此增加各类精神健康风险, 进而降低了人群福

祉 (Barrington-Leigh & Behzadnejad, 2017; Mullins & White, 2019; Hou et al. , 2023)。 在此背景

下, 气候适应行为越发受到关注, 基于评估生态环境或人类系统的气候变化冲击, 主动践行调控与

缓释行为, 可以减少气候变化对社会福利的损害 (Deschenes, 2014; Ebi et al. , 2021)。 研究发现,
适应行为可以降低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以及身心健康等货币与非货币的损失 (Mendelsohn, 2000;
Smit & Wandel, 2006; 王春超和林芊芊, 2021), 但这种适应能力往往受限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多重因素 (Angrist et al. , 2024; Wu et al. , 2025), 因而急需更优的路径以

抵御气候变化损失。 于此, 在气候适应能力受限和非货币损失持续积累的背景下, 传统气候变化模型

对非市场因素的忽视, 加剧了对社会整体福祉损失的系统性低估。 将福祉健康纳入气候变化对社会总

体的影响评价中, 不仅可以识别气候冲击的影响范围, 进而也将修补气候冲击的福利损失曲线。
老龄化社会到来, 也意味着脆弱性群体的增多, 在气候冲击视角下, 老年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

福祉损失, 总体福利的负面影响也持续加重 (Tipaldo et al. , 2024; Yao et al. , 2025)。 然而, 传统

气候模型不仅忽视非货币损失, 也未将人口老龄化纳入考量, 从而导致老龄化社会的福祉损失在评

估中被系统性和叠加性地低估。 在评估气候变化脆弱群体的研究中, 老年群体因生命阶段所限, 面

对气候冲击时不仅恢复时间更少, 适应调节能力也存在明显劣势 (范西莹和李晶晶, 2023; 何苗,
2024; Li et al. , 2024); 其所承受的健康与福祉损害更具不可逆性与终结性, 部分气候风险直接影

响其临终阶段的生活质量并加剧死亡困境 (Yang et al. , 2021; Liu et al. , 2024)。 相较于中青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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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老年人所面临的挑战多集中于健康风险层面, 气候冲击将进一步放大其风险暴露, 进而对其福

祉造成损害 (杨继生和邹建文, 2021; Hauer et al. , 2024)。 有研究也指出, 中年群体由于感知功

能较为敏锐, 所受到的气候冲击, 还伴有滞后效应, 对健康造成了短期和长期损害 (易福金等,
2023)。 不过, 45 岁至 59 岁的中年群体处于老年前期 (Presenium), 在代际上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和

预测性, 利于观察和识别气候冲击对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的影响 (莫运政等, 2012; 范西莹和李晶

晶, 2023)。 可见, 老龄化社会将在气候变化冲击下展现出较高的脆弱性: 中年群体作为老年前期,
虽具一定的适应能力, 但持续暴露于气候冲击仍会遭受福祉损害; 老年群体则因身体机能衰退与适

应调节能力下降, 成为气候冲击中的脆弱群体。 亦即, 在相同强度的气候冲击下, 中老年人口比例

持续上升的老龄化社会, 会遭受更大的福祉损失, 社会整体福祉水平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加深而持续

承压。 由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研究假设 1: 气候冲击给老龄化社会整体福祉带来了明显损失, 即老年前期、 初老期和高龄期

的群体福祉损失逐步增大。
(二) 人力资本与幸福感

气候冲击已对人力资本造成长期影响, 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作为其核心维度, 直接关系到微观

个体的生产消费、 社会参与和主观福祉, 以及加总层面的社会发展 (Fishman et al. , 2019; Angrist
et al. , 2024)。 极端气温和异常降水作为典型的气候冲击来源, 已令老年人等脆弱群体暴露于多种

疾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中, 并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范西莹和李晶晶, 2023; 易福

金等, 2023; Purohit & Rout, 2023; Wu et al. , 2025)。 不仅如此, 极端天气的累积效应明显损害

了个体的生理健康状态与主观健康感知, 尤其对于老年群体, 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

区, 都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叠加影响 (Ebi et al. , 2021; Khraishah et al. , 2022; 范丹 et al. , 2023)。
有研究发现, 健康水平与生命质量紧密相关, 且健康水平能够作为衡量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 并可

以有效预测死亡风险 (Idler & Benyamini, 1997)。 当中老年群体认为自身健康水平良好时, 其幸福

感相对较高; 反之, 中老年群体认为自身健康水平不佳时, 幸福感则相应较低 (Sun et al. , 2016;
范丹等, 2023)。 而认知能力反映了个体人力资本的内在禀赋, 包括情景记忆能力和语言理解能力

等, 随着年龄增长, 个体认知能力往往有所衰退, 也影响老年群体的主观福祉和幸福感 (易福金

等, 2023)。 气候变化作为外生冲击因素, 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不仅限制了中老年群体社交网络的

拓展, 更进一步加剧了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损耗, 导致人力资本衰减, 并令社会福祉产生损失

(Filippelli et al. , 2020; Tipaldo et al. , 2024)。
幸福的来源与其极限往往难以比较, 但幸福感因同质常作为衡量社会福祉水平的综合指标,

反映了个体在经济和健康等方面的整体福利状况, 也是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总体质量的关键评价

方式 (Diener, 1994; Easterlin, 2003; Levinson, 2012; Diener et al. , 2013)。 已有文献证实, 幸

福感既与客观福祉的个体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关 (Maddison & Rehdanz, 2011; 刘金典和吴春燕,
2024), 也与心理健康、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Levinson, 2012; 刘西国, 2016) 存在显著的正向

关系。 有研究指出, 气候冲击通过降低老年群体生活质量, 诱发慢性疾病、 削弱免疫力和恶化健

康状况, 令其死亡风险上升, 同时, 人力资本的损耗还通过心理韧性丢失和应对能力下降, 加重

了气候变化的福祉损失 (Yang et al. , 2021; Khraishah et al. , 2022; Purohit & Rout, 2023; 范西

莹和李晶晶, 2023; Liu et al. , 2024; Tipaldo et al. , 2024; Wu et al. , 2025)。 当老年群体面临

气候变化冲击和人力资本下降的叠加困境时, 心理韧性是其在负面影响中能够恢复并应对复杂环

境的能力, 而这往往立足于身心健康和认知能力提升, 也有赖其不断适应并持续维护自身福祉和

生活质量 (Filippelli et al. , 2020; 易福金等, 2023)。 综前所述, 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构成抵御

气候冲击与福祉损失的重要传导路径。 一方面, 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个体人力资

本, 进而促进了气候适应行为; 另一方面, 适应行为也反向强化了个体的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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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气候变化冲击可能通过削弱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 降低老年群体的适应能力与幸福感, 并

损害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祉。 由此, 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 2。
研究假设 2: 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是抵御气候冲击与福祉损失的重要传导路径, 即气候变化会

对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进而带来老龄化社会整体福祉的损失。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大规模代际人群信息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其全国基线调查于

2011 年开展, 所得样本每 2 年至 3 年追踪一次, 目前开放了 CHARLS2011、 CHARLS2013、
CHARLS2015、 CHARLS2018、 CHARLS2020 共 5 期调查数据, 其中涵盖了 1900 年至 2000 年我国

百年间出生的人群样本, CHARLS 的代际数据结构是我国目前研究老龄化社会中不同年龄群体最

为权威的微观调查之一, 样本覆盖 150 个县区、 450 个村居的万余户家庭,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文主要聚焦于老龄化社会, 并参考国家统计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将 45 岁至 59 岁的中年

群体界定为老年前期, 60 岁至 74 岁的老年群体界定为初老期, 75 岁至 89 岁的老年群体界定为高

龄期, 在 CHARLS 各期调查中对应出生年份为 1922 年至 1975 年, 占总样本的 97. 06% 。
文中的气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和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与

中国气象数据网提供了我国历年的地面、 高空和海洋的日度数据, 该数据集时间跨度为 1995 年至

今。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汇集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气象月度数据, 其时间跨度为 1950 年至今。
而各城市层面的多维度经济社会变量来自各省市官方统计资料、 欧盟全球大气排放数据库和灯光遥

感数据库等。 随后, 本文通过 CHARLS调查中相应的个体年龄和代际样本, 构建了面板数据库, 并

根据个人、 年份和所在城市信息进行了跨数据库的匹配。
(二) 计量模型

为对文中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本研究以幸福感 (WB) 为因变量, 气候变化冲击

(Climate) 为自变量, 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WBpt = β0 + β1Climatept + β2Controlpt + εpt (1)

为减少遗漏变量造成的偏差并进一步强化模型的解释力, 本研究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时加入了

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下标 p 和 t 分别表示个体所在省份和年份, 控制变量为一系列个体

层面、 家庭层面以及城市层面的变量。
(三) 变量测度

本文以 CHARLS中 45 岁至 89 岁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展开数据分析。 自变量为气候变化冲

击。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冲击, 本文聚焦于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

和日均降水量, 并将其作为气候变化的代理变量。 上述变量的选取基于两方面的考量: 其一, 气温

与降水是反映气候冲击的直观指标, 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Hua et al. , 2023; 范西莹和

李晶晶, 2023; Li et al. , 2024), 日均温度和不仅能够反映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 还能够体现极端

气温与极端降水等气候事件冲击强度。 其二, 日均温度与日均降水量的变化, 以及引发的各种自然

灾害, 对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劳动生产率以及公共健康已造成了明显影响 (Connolly, 2013; 王

春超和林芊芊, 2021; 易福金等, 2023)。 由此, 其能够较为有效地代表气候变化冲击。 因变量为

个体的幸福感, 即被访者的生活满意度, 测量方式信度效度较好, 并在以往文献中经常使用

(Levinson, 2012; Li et al. , 2024)。 中介变量为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 为防止遗漏变量, 统计估计时加

入了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并在个体、 家庭以及城市三个层面进行变量控制, 详细定义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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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

分类 变量 定义

因变量 幸福感 幸福感即被访者的生活满意度,以测量社会群体福祉,5 分制,非常不满意 = 1,非常满意 = 5

自变量

日均最高温度 个体所在城市一年中每日最高温度的平均值

日均最低温度 个体所在城市一年中每日最低温度的平均值

日均降水量 个体所在城市一年的平均降水量

中介变量
健康水平 个体对自身身体健康状况的感知,5 分制,很不好 = 1,很好 = 5

认知能力 通过对个体的情景记忆能力进行评估,10 分制,分值越高,认知越强

个体层面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 = 1,女性 = 0

年龄 个体年龄

受教育程度 接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小学、中学、高中及以上,分值由低到高

婚姻状况 已婚 = 1,其他 = 0

户口 户籍状态,农村 = 1,城市 = 0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对个体穿衣、进食、移动等困难度进行评估,分值越低,活动能力越强

工具性活动能力
个体使用一定技巧或工具完成的活动能力,使用电话、购物、做家务等困难度进行评估,分值越

低,此能力越强

疼痛程度 个体在头、肩、胸、胃、腰、背、膝盖等身体部位的疼痛情况,分值越高,疼痛范围越大

慢性病
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肺病、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胃病、帕金森、哮喘、情感精神问

题等,有慢性病(为 1),反之为否(为 0)

就诊情况 过去一个月是否门诊,是 = 1,否 = 0

住院情况 过去一年是否住院,是 = 1,否 = 0

睡眠时长 在晚上真正入眠时间

医疗保险 是否有医疗保险,是 = 1,否 = 0

是否退休 是否已退休,是 = 1,否 = 0

家庭层面

控制变量

家庭收入 所在家庭在过去一年的收入(扣除各项负债)

子女的经济支持 过去一年中,个体得到下一代的经济支持

对子女的经济支持 过去一年中,个体对下一代提供的经济支持

居住房产状况 由通电与互联网接入衡量,反映居住水平,分值越高,居住条件越好

家庭规模 所在家庭人数

城市层面

控制变量

市场活跃程度 城市新注册企业数量

夜间灯光强度 用以衡量经济生活质量,各城市年度平均夜间灯光状况

最低工资水平 用以衡量社会福利状况,城市所辖各区县当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均值

空气环境质量 城市 PM2. 5平均值

温室气体排放 城市 CO2 排放量

平均风速 城市平均风速

　 　

四、 实证结果

(一) 气候变化冲击与福祉损失: 基于年龄群体的分析

表 2 至表 4 为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表 2 展示了日均最高温度与福祉损失的群体差异。 列 (1)
展示了在控制个体层面、 家庭层面以及城市层面变量特征, 并固定了省份和年份效应后, 日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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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老龄化社会造成了福祉损失。 列 (2) 至列 (4) 则展示了老年前期、 初老期以及高龄期进

行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 结果显示气候冲击带来的福祉损失在不同年龄代际中呈现递增趋势, 高龄

期的福祉损失最为严重。

表 2　 日均最高温度与福祉损失的群体差异

(1)
幸福感

(2)
老年前期　 幸福感

(3)
初老期　 幸福感

(4)
高龄期　 幸福感

日均最高温度
- 0. 015∗∗∗

(0. 003)
- 0. 009∗∗

(0. 004)
- 0. 017∗∗∗

(0. 004)
- 0. 036∗∗∗

(0. 010)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 33734 13986 16010 3738

Adjusted R2 值 0. 088 0. 104 0. 085 0. 065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 老年前期为 45 岁至

59 岁, 初老期为 60 岁至 74 岁, 高龄期为 75 岁至 89 岁; 似无相关检验 (Seemingly Unrelated Estimation, SUEST) 验证组间差异,
老年前期、 初老期及高龄期在 1%水平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下同。

表 3 展示了日均最低温度与福祉损失的群体差异。 列 (1) 展示了日均最低温度对老龄化社会

造成了福祉损失, 列 (2) 至列 (4) 则展示了老年前期、 初老期以及高龄期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的

结果, 同样发现, 气候冲击带来的福祉损失在不同年龄代际中呈现递增趋势, 高龄期的福祉损失最

为严重。

表 3　 日均最低温度与福祉损失的群体差异

(1)
幸福感

(2)
老年前期　 幸福感

(3)
初老期　 幸福感

(4)
高龄期　 幸福感

日均最低温度
- 0. 014∗∗∗

(0. 002)
- 0. 010∗∗∗

(0. 003)
- 0. 014∗∗∗

(0. 004)
- 0. 029∗∗∗

(0. 008)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 33734 13986 16010 3738

Adjusted R2 值 0. 088 0. 104 0. 085 0. 065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 4 展示了日均降水量与福祉损失的群体差异。 列 (1) 展示了日均降水量对老龄化社会造成

了福祉损失, 列 (2) 至列 (4) 则展示了老年前期、 初老期以及高龄期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
同样表明, 气候冲击带来的福祉损失在不同年龄代际中呈现递增趋势, 高龄期的福祉损失最为严

重, 即相同气候冲击下的老龄化社会将承受更高程度的福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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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均降水量与福祉损失的群体差异

(1)
幸福感

(2)
老年前期　 幸福感

(3)
初老期　 幸福感

(4)
高龄期　 幸福感

日均降水量
- 0. 044∗∗∗

(0. 007)
- 0. 038∗∗∗

(0. 011)
- 0. 048∗∗∗

(0. 010)
- 0. 049∗∗

(0. 022)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 34424 14350 16309 3765

Adjusted R2 值 0. 087 0. 104 0. 083 0. 063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1. 补充样本量

研究使用 CHARLS调查中的补充样本, 覆盖 11 岁至 120 岁的个体, 但正式调查中的补充样本

量极少 (观测点不足 370 个), 此处仅以检验对老龄化社会的估计有效性。 表 5 展示了验证结果,
如列 (1) 至列 (3) 所示, 在扩大样本后, 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以及日均降水量变化给

整体福祉也带来了明显损失, 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明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 补充样本量和改变测度方式

(1)
幸福感

(2)
幸福感

(3)
幸福感

(4)
幸福感

(5)
幸福感

(6)
幸福感

重编码

(7)
幸福感

重编码

(8)
幸福感

重编码

日均最高温度
- 0. 015∗∗∗

(0. 003)
- 0. 012∗∗∗

(0. 002)

日均最低温度
- 0. 014∗∗∗

(0. 002)
- 0. 011∗∗∗

(0. 002)

日均降水量
- 0. 045∗∗∗

(0. 007)
- 0. 029∗∗∗

(0. 006)

极端高温天数
- 0. 001∗∗∗

(0. 000)

极端降水天数
- 0. 076∗∗∗

(0. 027)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34088 34088 34788 31397 33734 33734 33734 34424

Adjusted R2 值 0. 087 0. 087 0. 086 0. 084 0. 087 0. 091 0. 091 0. 090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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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变测度方式

一方面, 以日均温度和日均降水量来衡量气候冲击可能无法充分反映气候变化冲击对幸福感的

影响; 另一方面, 个体对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可能存在差异, 进而使研究结论产生偏误。 为此, 在研

究中进一步替换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替换自变量的过程中, 考虑极端高温天数和极

端降水天数等极端事件的影响, 进而更换原有气象变量; 在替换因变量的过程中, 对幸福感进行了

重新编码。
表 5 的列 (4) 和列 (5) 展示了检验结果, 极端高温天数和极端降水天数等气候冲击对老龄

化社会整体福祉造成了明显损失, 主要结论仍较稳健。 列 (6) 至列 (8) 展示了再编码的实证结

果, 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和日均降水量依旧对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祉造成损害, 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支持了主要结论。
3. 替换统计模型

为使上述结果的可靠性得到更多支持, 本文又进行了以下稳健性分析。 首先, 变换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检验; 其次, 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量, 赋值为 1 表示 “幸福”, 否则为 0 表示 “不幸

福”, 进而替换使用 Logit 模型重新检验, 结果如表 6 的列 (1) 至列 (6) 所示, 主要结论依然

稳健成立。

表 6　 稳健性检验: 替换统计模型

(1)
随机效应模型

(2)
随机效应模型

(3)
随机效应模型

(4)
Logit模型

(5)
Logit模型

(6)
Logit模型

日均最高温度
- 0. 015∗∗∗

(0. 003)
- 0. 049∗∗∗

(0. 008)

日均最低温度
- 0. 014∗∗∗

(0. 002)
- 0. 042∗∗∗

(0. 007)

日均降水量
- 0. 044∗∗∗

(0. 007)
- 0. 097∗∗∗

(0. 020)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33734 33734 34424 33734 33734 34424

Within / Pseudo R2 值 0. 081 0. 081 0. 080 0. 057 0. 057 0. 056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五、 进一步研究

(一) 机制分析: 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统计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强的综合计算能力, 能够

处理多变量模型, 并克服一定程度的逆向因果问题, 进而更加全面和精确地估计模型。 本研究中的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分为三组路径, 这三组路径依次分析了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和日均降水

量变化对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的直接效应, 以及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在气候变化影响幸福感过程中

的作用机制。 表 7 至表 9 依次展示了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和日均降水量变化通过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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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认知能力对老龄化社会整体福祉产生影响。
如表 7 所示, 在第一组路径中, 日均最高温度对个体的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路

径系数分别为 - 0. 013 和 - 0. 039; 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其路径系数分

别为 0. 169 和 0. 015。 这组路径 RMSEA值均为 0. 000, CFI值与 TLI值均大于 0. 9, 表明模型拟合度

较好。 由此, 假设 2 得到了初步证实, 日均最高温度通过对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进

而对老龄化社会整体福祉造成损失。

表 7　 日均最高温度与老龄化社会福祉损失的路径分析

路径 系数 标准误 样本数 RMSEA

日均最高温度→健康水平 - 0. 013∗∗∗ 0. 001 33717
健康水平→幸福感 0. 169∗∗∗ 0. 005 33717

0. 000 (90% CI [0. 000,0. 000])

日均最高温度→认知能力 - 0. 039∗∗∗ 0. 003 31361
认知能力→幸福感 0. 015∗∗∗ 0. 003 31361

0. 000 (90% CI [0. 000,0. 000])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如表 8 所示, 在第二组路径中, 日均最低温度对个体的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路

径系数分别为 - 0. 009 和 - 0. 035; 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其路径系数分

别为 0. 170 和 0. 015。 这组路径 RMSEA值均为 0. 000, CFI值与 TLI值均大于 0. 9, 表明模型拟合度

较好。 由此, 假设 2 得到了证实, 日均最低温度通过对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进而对

老龄化社会整体福祉造成损失。

表 8　 日均最低温度与老龄化社会福祉损失的路径分析

路径 系数 标准误 样本数 RMSEA

日均最低温度→健康水平 - 0. 009∗∗∗ 0. 001 33717

健康水平→幸福感 0. 170∗∗∗ 0. 005 33717
0. 000 (90% CI [0. 000,0. 000])

日均最低温度→认知能力 - 0. 035∗∗∗ 0. 002 31361

认知能力→幸福感 0. 015∗∗∗ 0. 003 31361
0. 000 (90% CI [0. 000,0. 000])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如表 9 所示, 在第三组路径中, 日均降水量对个体的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路径

系数分别为 - 0. 027 和 - 0. 125; 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其路径系数分别

为 0. 170 和 0. 015。 RMSEA值均为 0. 000, CFI 值与 TLI 值均大于 0. 9, 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由

此, 假设 2 得到了证实, 日均降水量对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进而对老龄化社会整体

福祉造成损失。

表 9　 日均降水量与老龄化社会福祉损失的路径分析

路径 系数 标准误 样本数 RMSEA

日均降水量→健康水平 - 0. 027∗∗∗ 0. 004 34406

健康水平→幸福感 0. 170∗∗∗ 0. 005 34406
0. 000 (90% CI [0. 000,0. 000])

日均降水量→认知能力 - 0. 125∗∗∗ 0. 009 32017

认知能力→幸福感 0. 015∗∗∗ 0. 003 32017
0. 000 (90% CI [0. 000,0. 000])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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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质性分析: 抵御气候冲击的支撑路径

1. 家庭收入与代际支持

家庭支持能够显著提升老年群体和老龄化社会的幸福感, 从而加强其应对气候变化冲击的能力

并增进整体福祉。 表 10 展示了气候冲击与家庭收入的分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 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以及日均降水量等气候变化, 给老龄化社会中的低收入家庭带来的福祉损失更大, 同

时针对性地增强低收入家庭的气候适应能力, 会提升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表 10　 气候冲击与家庭收入的分组回归

(1)
高家庭收入

幸福感

(2)
低家庭收入

幸福感

(3)
高家庭收入

幸福感

(4)
低家庭收入

幸福感

(5)
高家庭收入

幸福感

(6)
低家庭收入

幸福感

日均最高温度
- 0. 012∗∗

(0. 005)
- 0. 016∗∗∗

(0. 004)

日均最低温度
- 0. 012∗∗∗

(0. 004)
- 0. 014∗∗∗

(0. 003)

日均降水量
- 0. 018∗

(0. 011)
- 0. 061∗∗∗

(0. 009)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12120 21614 12120 21614 12278 22146

Adjusted R2 值 0. 070 0. 093 0. 071 0. 093 0. 069 0. 093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高 /低家庭收入: 相对而言, 家庭年收入不

小于平均值则为相对高家庭收入; 反之则为相对低家庭收入。 采用似无相关检验 (SUEST) 验证组间差异, 结果表明气候冲击对不

同家庭收入群体的影响在 1%水平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从下一代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 可以促进家庭内部交流和代际互动, 也提高了生活质量, 有助

于增强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祉水平。 表 11 展示了气候冲击与代际支持的分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
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以及日均降水量等气候变化, 给老龄化社会中的低代际支持群体带来

的福祉损失更大, 同时针对性地增强低代际支持群体的气候适应能力, 会提升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

利水平。

表 11　 气候冲击与代际支持的分组回归

(1)
高代际支持

幸福感

(2)
低代际支持

幸福感

(3)
高代际支持

幸福感

(4)
低代际支持

幸福感

(5)
高代际支持

幸福感

(6)
低代际支持

幸福感

日均最高温度
- 0. 010∗∗∗

(0. 003)
- 0. 028∗∗∗

(0. 006)

日均最低温度
- 0. 009∗∗∗

(0. 003)
- 0. 030∗∗∗

(0. 005)

日均降水量
- 0. 041∗∗∗

(0. 008)
- 0. 052∗∗∗

(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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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高代际支持

幸福感

(2)
低代际支持

幸福感

(3)
高代际支持

幸福感

(4)
低代际支持

幸福感

(5)
高代际支持

幸福感

(6)
低代际支持

幸福感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26547 7187 26547 7187 27103 7321

Adjusted R2 值 0. 084 0. 096 0. 084 0. 098 0. 084 0. 093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高 /低代际支持: 相对而言, 子女经济支持

大于 0 则为高代际支持; 反之则为低代际支持。 采用似无相关检验 (SUEST) 验证组间差异, 结果表明气候冲击对不同代际支持群

体的影响在 1%水平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2. 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

社会互动能够提升人际信任和社区韧性, 增进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进而有利于促进老龄化社

会的整体福祉。 表 12 展示了气候冲击与社会资本的分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 日均最高温度、 日

均最低温度以及日均降水量等气候变化, 给低社会资本群体带来的福祉损失更大, 同时针对性地增

强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气候适应能力, 会提升老龄化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表 12　 气候冲击与社会资本的分组回归

(1)
高社会资本

幸福感

(2)
低社会资本

幸福感

(3)
高社会资本

幸福感

(4)
低社会资本

幸福感

(5)
高社会资本

幸福感

(6)
低社会资本

幸福感

日均最高温度
- 0. 002
(0. 005)

- 0. 021∗∗∗

(0. 004)

日均最低温度
- 0. 010∗∗

(0. 004)
- 0. 015∗∗∗

(0. 003)

日均降水量
- 0. 028∗∗∗

(0. 011)
- 0. 052∗∗∗

(0. 009)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13321 20413 13321 20413 13670 20754

Adjusted R2 值 0. 078 0. 096 0. 079 0. 096 0. 077 0. 095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1%、 5%和10%水平上显著。 高 /低社会资本: 通过 “个体是否去串门、 跟朋

友交往” 以及 “是否向不同住的亲人、 邻居提供帮助” 识别社会资本水平, 相对而言, 两者皆无则视为低社会资本; 反之则为高社会

资本。 采用似无相关检验 (SUEST) 验证组间差异, 结果表明气候冲击对不同社会资本群体的影响在 1%水平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能够为气候冲击中的老龄化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其不仅降低老龄化社会因

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 还能够促进整体福祉的提升。 表 13 展示了气候冲击与社会保障的分组回归

结果。 结果表明, 日均最高温度、 日均最低温度以及日均降水量等气候变化, 给低社会保障群体带

58

禹心郭等: 气候变化的损失何以被低估?



来的福祉损失更大, 同时针对性地增强低社会保障群体的气候适应能力, 会提升老龄化社会的整体

福利水平。

表 13　 气候冲击与社会保障的分组回归

(1)
高社会保障

幸福感

(2)
低社会保障

幸福感

(3)
高社会保障

幸福感

(4)
低社会保障

幸福感

(5)
高社会保障

幸福感

(6)
低社会保障

幸福感

日均最高温度
- 0. 012∗∗∗

(0. 003)
- 0. 064∗∗∗

(0. 016)

日均最低温度
- 0. 012∗∗∗

(0. 002)
- 0. 036∗∗∗

(0. 012)

日均降水量
- 0. 043∗∗∗

(0. 007)
- 0. 074∗

(0. 042)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32460 1274 32460 1274 33105 1319

Adjusted R2 值 0. 087 0. 101 0. 087 0. 096 0. 086 0. 089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高 /低社会保障: 相对而言, 拥有医疗保险

则为高社会保障; 没有医疗保险则为低社会保障。 采用似无相关检验 (SUEST) 验证组间差异, 结果表明气候冲击对不同社会保障

群体的影响在 5%水平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

六、 结论

本文实证回应了气候冲击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福利损失何以被低估,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的大规模微观数据, 结合非货币化的幸福感指标, 匹配市级层面的气象数据与经济社会统计资

料, 通过 CHARLS微观调查的人群信息划分出老年前期、 初老期和高龄期, 进而展开年龄代际分

析。 研究发现, (1) 气候冲击给老龄化社会整体福祉带来明显损失, 且老年前期、 初老期和高龄期

的群体福祉损失逐步增大, 即相同气候冲击下的老龄化社会承受了更大程度的福祉损失, 经过一系

列稳健性检验后, 以上结论依旧得到了支持。 (2) 探索了抵御气候冲击与福祉损失的潜在路径, 并

发现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是提升老龄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路径。 (3) 探讨了在代际人口变化

的转型社会中, 何以获得应对气候变化的额外收益, 提高养老金补贴、 增加税收优惠、 完善社区老

年活动中心建设等社会保障是支撑应对气候冲击的有效举措。 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部门联合机制与政策规范。 应对气候风险应构建各部门联合工作

体系, 加强不同部门之间任务协作、 资讯共用、 沟通交流和共同评估, 同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纳

入碳排放管理机制, 确保减排目标与适应策略协同推进, 关注特殊需求与脆弱群体, 制定针对性的

支持措施, 提升社会整体福祉水平。
第二, 推动韧性城市与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绿色空间覆盖

率, 强化人居环境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提高生态系统功能效用, 增强城市建设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

灾害的防御能力, 打造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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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优化气候病症预报系统与健康评估系统。 建立气候相关疾病预警系统, 及时在气候变化

引起的极端高温等状况时发出相应疾病预报, 协助各方开展疾病预防工作。 增强各地医疗机构应对

能力, 抵御气候变化对健康水平与认知能力的双重冲击。
第四, 营造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友好环境。 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气候变化认知的教育方

针, 增进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意识, 以增强其适应能力和心理韧性, 同时为低收入家庭

提供适当补贴, 帮助其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活成本与健康风险, 呼吁民众低碳生活, 营造协同减

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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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re the Losses from Climate Change Underestimated?
A Quantitative Study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Surveys in the Aging Society

YU Xinguo1, XIAO Liang2, RUAN Yunchen2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have frequently underestimated the well-being losses resulting from
climate change,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non-monetary well-being impacts and the compounded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y well-being losses under weather shocks tend to
be underestimated. It also contends that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population, can bring additional well-being benefits to society. Based on dataset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covering cohorts born between 1922
and 1975, this study adopts an intergeneration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losse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Climate shocks significantly reduce overall well-being in an aging society, with well-being
losses increasing among the presenium, early-elderly, and elderly groups. In other words, under the same
climate shock, the aging society tends to experience greater well-being losses. (2)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improving health status and cognitive ability serves as important pathways for mitigating well-
being losses under climate shocks. ( 3 )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increas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nhancing social capital,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security a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climate shock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emphasize that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its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advance emission reduction efforts, and strengthen its
capacity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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